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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迷信研究综述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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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迷信历来是消费情境中的普遍现象。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缺乏足够辨别能

力的消费者越来越容易被迷信信念所影响。近年来，消费者迷信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本文从消费者迷信的内涵、分类、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结果变量以及应对策略几个方面批

判性地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未来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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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社会上仍不乏迷信行为。美国《人口统计学》期刊曾

经做过一次调查，发现44%的美国人是迷信的（Gardyn和Fetto，2000），而社会心理学

家的调查更让人震惊，发现有高达75%的受访者相信命运的存在（Burrus和Roese，
2006）。这些普遍存在的迷信信念在消费情境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例如，由于消

费者对数字13的忌讳，美国的商业企业每月13日的营业收入相比平常合计要减少8亿—
9亿美元（Palazzolo，2005）；在进行彩票或者赌博消费时，很多消费者倾向于选择他

们的幸运数字，或者幸运信念会促使其下重注（Jiang等，2009；王静一和王海忠，2011）；

台湾民众在购买电饭锅时，倾向于选择代表吉利的红色（Block和Kramer，2009）；甚

至有些青少年在购物时，会遵循当月的星座运程来进行消费决策（Kim等，2014）。这

些看似疯狂的“不科学”，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下的问题：消费者在科学技术如此发达

的今天，为什么还会迷信？消费者的迷信活动会给企业的营销活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迷信可能会给消费者的利益带来哪些方面的损害？这些问题都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与学术界展现出的极大热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学者们对于消费者迷信的内涵并未

达成共识，各项研究选取的情境也千差万别，同时关于消费者迷信的影响因素和影响结

果的研究也很零散，有的研究甚至得出了相互矛盾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西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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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曾指出，拥有中国文化背景的消费者更容易展现出迷信行为（Simmons和Schindler，
2003），即迷信在中国社会的消费情境下更为普遍，但国内学者对此主题却鲜有涉及。

鉴于此，本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首先对消费者迷信的内涵和分类进行了更

为清晰的阐述，然后系统地整合了消费者迷信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论述了消费者迷

信导致的与营销活动相关的作用结果，以及如何应对消费者迷信可能带来的危害，并在

此基础上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希望能为后续消费者迷信研究提供启示。

二、消费者迷信的概念和分类

在营销学研究中，学者们对于迷信的内涵一直未达成共识，其原因可能在于迷信的

内涵较为广泛，而以往的研究所选取的情境又过于具体，研究情境的千差万别导致迷信

的内涵难以得到统一。那到底什么是迷信呢？在西方文献中，学者们对迷信的界定有狭

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迷信即人们认为某种特定的活动或对象能够控制某种好运或厄运

的特殊信念（Kramer和Block，2011），例如在西方社会，人们认为打破镜子不吉利

（Tobacyk和Milford，1983；Tobacyk，1988），双手合十会带来好运（Wiseman，2003；
Wiseman和Watt，2004）。幸运消费、吉利消费中的幸运、吉利信念就属于狭义迷信的

范畴（Jiang等，2009；董俊武等，2010；周懿瑾等，2011）。然而，综观其他相关研

究，这个定义显得过于狭窄。首先，迷信不只局限于有关好运或坏运的价值信念，事实

上，迷信的后果还可以是“导致某种事物的存在或者确定某种事件的发生”（Kim等，

2014），这里的事物或事件并不涉及好与坏的价值评价，例如有的研究将迷信定义为影

响消费的命运信念（Kim等，2014）。其次，迷信也不只是由某个活动或者对象引发

的，它可以不由人控制，而由某种超自然的存在所决定，例如有些青少年在购物时会遵

循当月的星座运程来进行决策（Kim等，2014）。这些都应当属于迷信的范畴。因此，

在西方研究中，不少学者采用广义的迷信信念来对迷信进行界定，将命运信念（belief
in fate）、奇幻思维（magical thinking）、超自然信仰（supernatural belief）等都纳入迷

信范畴（Wang等，2012；Lindeman和Svedholm，2012）。虽然学者们对于迷信概念的

界定是否应该统一还没有达成共识，但他们所界定的迷信仍然存在一定的共性，即都是

个体由于对事物的无知而产生的一种与科学法则或者社会公认理念不一致的信念（Mowen
和Carlson，2003）。因此，本文通过参考Mowen和Carlson（2003）对迷信的界定并结

合对已有文献的梳理，认为消费者迷信是消费者持有的一种与科学法则或者社会公认理念

不一致的并且会影响消费的信念。例如，中国消费者倾向于选择含有“8”的价格（因

为他们认为“8”会给他们带来好运），倾向于根据风水选购房屋；西方消费者可能会根据

星座决定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等。消费者持有这些信念的现象均可以称为消费者迷信。

消费者迷信有着不同的分类标准。首先，按照效价可以分为正面迷信和负面迷信。

正面迷信是个体认为某些行为或征兆能够带来好的结果，比如人们觉得四叶草会给他们

带来好运；而负面迷信是指个体认为某些行为或征兆与不幸或者潜在的有害结果有神奇

的关联，如打破镜子不吉利（Wiseman，2003；Wiseman和Watt，2004）。简单来说，

消费者希望通过正面迷信来接近理想的结果，希望靠负面迷信来回避糟糕的结果。但这

两类迷信在不同的消费情境中可能会发挥不同的作用。Wiseman和Watt（2004）的研究

就表明，迷信的效价和性别存在交互作用，相比男性，女性对正面迷信与负面迷信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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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差异更敏感。Kim等（2014）也发现，命运的效价与消费者看待自我的方式对冲动型

消费存在交互作用。Kramer和Block（2008）的研究则显示，不同的迷信效价在产品故

障的情况下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其次，按照迷信是否能由人操控可分为主动迷信信念（proactive superstition
belief）、被动迷信信念（passive superstition belief）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迷信信念。主

动迷信是指人们认为他们可以通过选择某种对象或者某种活动来控制结果，而事实上结

果是随机决定的，例如幸运符、迷信仪式、风水等（Hernandez等，2008）。因此，主

动迷信呈现的是人们为追求好运、规避坏运所做的努力。而被动迷信则指人们认为迷信

的情境是无法控制的，就如人们无法通过改变生日那天的星座位置来给自己带来好运一

样，即某种超自然的存在（如上帝）冥冥之中决定了事物的存在或者事件的发生

（Pepitone和Saffiotti，1997；Chan等，2009）。命运信念、星座、巫术、命理等都属于

被动迷信的范畴。然而，随着该领域研究的发展，学界提出了介于主动和被动之间的可

协商命运信念（negotiable fate belief）和可改变命运信念（malleable fate belief）概念。

可协商命运信念是指人们在目标受到限制的情况下，通过个人的力量在命运预设的范围

内进行控制，发挥主观能动性（Chaturvedi等，2009；Au等，2011，2012）。可改变命

运信念则是指人们认为自己的命运并不是完全预设的，而是可能被改变的（Kim等，2014）。

虽然这两个概念都含有主动和被动成分，但可协商命运信念将命运看作一种力量，包含

了运气和努力的成分；而可改变命运信念将命运看作一种结果，不涉及对运气的偏好。

最后，本文按照迷信作用过程中个体的意识是否起作用，将消费者迷信分为无条件

迷信与条件迷信。无条件迷信是指消费者无意识地产生并受其影响的迷信信念。当前大

多关于消费者迷信的研究涉及的都是无条件迷信。无条件迷信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为

文化能够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潜移默化地对人产生作用（Kramer和Block，2008），如中

国文化认为红色代表喜庆，西方文化则认为黑猫会带来坏运气，这些信念对消费者的影

响都是无意识的。这些信念在当地文化中已经根深蒂固，因此它们在消费者遇到相应刺

激时会有很高的可获得性，从而自发地产生影响。然而，Kramer和Block（2008，
2011）的一系列研究表明，消费者迷信的影响过程虽然是无意识的，但消费者同时也会

有意识地对其进行控制。Hamerman和Johar（2013）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条件迷信

概念，他认为迷信并不一定是在文化信念的作用下无意识地发生的，它也可以因个体在

某种情境下有意识地将某事物与某种结果联系起来而产生，尽管这种联系并不符合逻

辑。例如，小明在一次考试前买了一瓶芬达饮料，然后取得了好成绩，之后连续几次都

是如此，那么小明很可能会有意识地在芬达饮料和好成绩之间建立因果联系，但这种联

系显然不能被科学所证实。这种条件迷信可能会影响小明以后对芬达饮料的消费。

通过以上文献回顾我们发现，消费者迷信研究的范围很广。虽然学者们对消费者迷

信的内涵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但他们在所涉及的具体情境下对消费者迷信的界定都有所

局限，因此无法就消费者迷信的内涵达成共识。然而，最近的一些研究对消费者迷信的

内涵进行了拓展，条理逐渐清晰。本研究认为，消费者迷信的内涵应该侧重于与科学法

则或者社会公认的理念不一致的信念，而非具体层面的好运或者厄运以及带来这些运气

的手段。另外，在消费者迷信的表现类别上，现有研究已经展开了大量的探讨，并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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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不同类别的消费者迷信在消费者决策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这种差异化的作用也成为

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

三、消费者迷信的影响因素

以往的研究主要从个体因素、决策情境因素、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交互特征因素以

及社会因素四个方面对消费者迷信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

（一）个体因素

现有的消费者迷信影响因素研究对个体因素考察得最多。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

发现，有关个体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统计变量、个人特质以及动机因素三个方面。

首先，人口统计变量。关于消费者迷信的个体影响因素，学者们首先考察的是人口

统计变量。Gallup和Newpor（1991）在他们的研究中发现，女性比男性要更迷信。但

Mowen和Carlson（2003）却没有发现性别对迷信的显著影响。对于这一看似矛盾的结

论，他们认为应该分情境来看，女性消费者对于占星术更加迷信，而男性消费者对于虚

拟的怪兽更加迷信。因此，我们认为，性别对迷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与性别相关的兴趣

上，当不同性别的消费者在自己感兴趣的事物上无法用科学来解释某些现象时，他们就

倾向于启用迷信信念。除了性别因素，学者们还探讨了受教育水平的影响。相关研究表

明，受教育可以提高消费者的怀疑精神，从而降低消费者的迷信水平（Frazer，1941；
Vyse，1997）。Chaturvedi等（2009）针对印度被试的研究也表明，受教育水平低的个

体更容易迷信，教育可以改变个体的思维方式。此外，以往的研究对年龄等其他人口统

计变量也进行了考察，但并未发现其对消费者迷信有显著影响。

其次，个人特质因素。虽然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迷信来自于文化的熏陶，并且认为迷

信是在文化的熏陶下自发产生的信念，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在研究消费者迷信时还

要考虑消费者的个人特质因素。迷信特质的高低会使得消费者对迷信刺激的反应产生稳

定的差异。Kramer和Block（2007）在他们的研究中强调，迷信信念对风险决策行为的

影响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消费者。Carlson等（2009）就指出，在西方文化下，并不是每个

消费者都相信“13”会给他们带来坏运气，因此很有必要对消费者进行细分。研究个人

特质的意义在于找出受迷信信念影响大的重点人群。以往的大多数研究认为迷信信念只

是消费者做决策时的启发性工具，因此其作用的发挥仅局限于低涉入度决策情境

（Newell和Simon，1972）。而事实上，高迷信特质的消费者即便面对高涉入度决策情

境，也仍会对迷信信念保持敏感。为了对这类重点人群进行研究，Da r k e和
Freedman（1997a，1997b）以及Wiseman和Watt（2004）就消费者迷信特质的测量开展

了开创性的工作。之后，Carlson等（2009）在他们的基础上进行了相应的补充，但消费

者迷信特质的测量指标仍需要不断完善。那么，消费者的迷信特质为什么存在稳定的差

异？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知识可获得性视角来展开的（Higgins，
1996；Wyer和Srull，1989）。对于迷信特质高的消费者来说，他们通过对以往生活经验

的学习，在其知识网络中建立起了迷信概念和与迷信相关的事（如回避13）、物（如黑

猫带来坏运气）之间稳定的连接，因此，一旦其中一个概念被激活，相关的概念便具有

高可获得性。这些研究还进一步指出，尽管迷信特质相似的消费者面对迷信刺激的反应

具有一定的共性，但致使他们形成稳定差异的原因不尽相同，有的消费者是相信迷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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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很好地满足他们的控制欲望，而有的消费者则将迷信视为乐观主义的来源之一。

最后，动机因素。即便是高迷信特质的个体，也不一定倾向于在消费中随时做出迷

信反应，因此，动机就成为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Biner等（1995）就指出，当有

很强的动机时，个体更可能借助迷信的想法来获得控制幻觉。国内学者王静一和王海忠

（2011）的研究表明，只有动机水平高的时候，消费者才倾向于进行幸运决策，而动机

水平低的时候，即便是具有高幸运信念的消费者，也不会进行幸运决策。这与Rudski和
Edwards（2007）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Rudski和Edwards发现感知结果的重要性会影响

被试的迷信程度，感知结果越重要，个体想要控制结果的非理性信念（迷信信念）就越

强。此外，动机的种类也可能对消费者迷信的差异产生影响。Jiang等（2009）的研究考

虑了自我调节聚焦的两种不同动机的作用，他们指出，促进型动机会促进有关正面迷信

的信息检索，使得消费者对正面迷信信息更加敏感；防御性动机则会促进有关负面迷信

的信息检索，导致消费者对负面迷信信息更加敏感。

（二）决策情境因素

决策情境因素同样是影响消费者迷信的重要因素之一。Kramer和Block（2008）对

决策情境与消费者迷信之间的关系展开了一系列研究。首先是决策的自由程度。Kramer和
Block（2011）研究发现，在强迫选择情境下，即在不允许延迟选择的情况下，消费者

会更多地诉诸迷信信念。因为强迫选择情境会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

更可能借助迷信信念来增强控制感（Keinan，2002）。其次是决策的传统程度。非传统

情境与社会传统规范不一致，对消费者来说也意味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消费者在非

传统情境下更可能诉诸迷信来增强控制感（Kramer和Block，2011）。最后是消费者行

为领域研究得最多的决策情境，即单独决策与联合决策的对比。Lynch和Srull（1982）
指出了这两种决策的区别，联合决策方便消费者进行选项间的对比，而单独决策迫使消

费者更多地依赖自己的记忆。因此，在单独决策情境下，为了消除不确定性，消费者更

可能依赖迷信信念（Kramer和Block，2011）。除了以上三种决策情境以外，现有文献

比较重视的还有决策复杂度。Payn等（1993）指出，决策情境越复杂，消费者越可能通

过启发式机制简化冲动，而迷信就是常用的启发式工具之一。复杂度可以从选项数量、

时间压力还有可比属性三个方面衡量。具体而言，选项数量越多，消费者越可能迷信；

时间压力越大，消费者越可能迷信；选择的可比程度越低，消费者越可能迷信

（Kramer和Block，2011）。

（三）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交互特征因素

消费者与企业交互活动的某些特征也会影响消费者的迷信信念。首先是消费者与企

业在以往业务中交流的深度。Reczek等（2014）发现，越忠诚的顾客对企业的抽奖活动

期待越高，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以往在企业的业务中投入了大量的努力，所以在企业的抽

奖活动中理应更加幸运，正所谓越努力越幸运，尽管抽奖活动的结果是客观决定的。有

意思的是，Mowen和Carlson（2003）研究认为参与个体对学习的需要程度越高，对交互

过程就可能越熟悉，其迷信信念反而越低。这一结论与Reczek等（2014）的研究结论相

反。针对这一对矛盾的结论，我们认为，具体的影响取决于迷信信念的使用情境，

Reczek等（2014）的结论只局限于企业方进行抽奖促销活动的情境，这个时候消费者对

公平的期望促进了忠诚幸运信念的产生。除了熟悉程度之外，参与双方在交互过程中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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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情绪也会影响消费者迷信，Mowen和Carlson（2003）在研究中就指出，情绪不稳定

与迷信信念呈正相关关系。除此之外，在交互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对学习的需要程度同样

会影响消费者迷信，Mowen和Carlson（2003）在他们的研究中就发现，对学习的需要程

度与迷信信念呈负相关关系。

（四）社会因素

一般认为，大多数迷信信念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Kramer和Block，2011），

因此社会层面的很多因素会影响消费者迷信。首先是东西方文化对命运信念的影响，

Evelyn等（2012）研究发现可协商的命运信念在日常生活面临更多限制的社会文化情境

中更加普遍，他们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中国人比美国人对可协商的命运信念更加认可，因

为中国人在他们的生活空间中比美国人感受到更多的限制（Chen等，2009）。其次是各

类文化对具体迷信活动的影响，如大中华地区的消费者对红色（Block和Kramer，2009）
和数字8（Simmons和Schindler，2003）的偏爱，以及西方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对数字

13（Palazzolo，2005）的回避。也就是说，不同的社会文化使得消费者在具体迷信活动

中的表现不同。上述都是社会层面比较稳定的作用因素，学者们发现社会层面的临时性

因素同样会对消费者迷信造成影响。Keinan（2002）就针对海湾战争时期以色列居民的

表现做了研究，发现易受导弹攻击区域的居民比安全区域的居民更迷信。其实早在

1969年Jahoda就指出，当周围的社会情境使得个体害怕、感知不确定性高时，他们通常

会屈从于迷信。后来也有一系列研究表明，迷信是个体用来减轻焦虑、应对不确定性所

带来的不舒适感的一种有效工具（Hogarth和Makridakis，1981；Gimpl和Dakin，1984；
Rice，1985；Tsang，2004）。这些都表明当社会环境导致消费者不安全感增强时，他

们倾向于持有迷信信念。不安全感增强的另一个体现是环境对个体目标追求过程限制程

度的提高。Chaturvedi等（2012）在其跨文化研究中指出，社会环境对人们追求目标施

加的限制越多，人们越可能展现出更多的迷信行为。社会层面的影响还体现在与周围人

的比较上。Reczek等（2014）的研究表明，当忠诚的顾客发现他们的参照群体都是与他

们同等忠诚的顾客时，忠诚幸运信念会减弱，即对自己在促销活动中的幸运水平持有更

低的期望。需要指出的是，在宏观社会层面如经济萧条时，迷信的影响还存在非对称效

应。Ng等（2010）在其研究中就发现，当经济萧条时，人们会有更强的正面迷信倾

向，而负面迷信倾向却更弱。近年来有研究者拓展了现有思路，从第三方的角度探讨了

他人对有迷信信念消费者的态度和隶属意向，因为这可能影响消费者是否愿意在他人面

前展示迷信信念，从而影响迷信消费。Wang等（2014）的研究显示，无论是来自东方

还是来自西方的被试都对表现出迷信行为的消费者持负面态度和较低的隶属意向，这是

因为被试觉得迷信意味着能力的缺乏，然而被试的迷信信念却在其中起着调节作用，如果

被试也持有较强的迷信信念，他就会对表现出迷信行为的消费者更加认同，评价也更好。

可以说，以往学者们对各方面影响因素都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探索，但他们仅仅是孤

立地看待这些因素，对这些因素缺乏系统的整合。而事实上，我们可以以系统的视角把

各类影响因素作为输入因素，综合考量各类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关系。

四、消费者迷信的影响结果与作用机制

（一）消费者迷信的影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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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迷信信念会使得消费者选择趋利避害的消费行为，现有文献主要从以下

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首先，消费者迷信对购物决策的影响。以往研究关注得最多的结果变量是因受文化

影响而带有迷信特征的购物决策，如Ang（1997）发现那些包含幸运数字与字母的产品

更容易获得高评价。Simmons和Schindler（2003）通过对中国广告的内容分析发现，在

定价中“8”被过多使用，而“4”被过少使用。Kramer和Block（2008）的研究也表

明，消费者在被激活迷信信念以后，对于不吉利价格有回避倾向。Block和Kramer
（2009）在研究中指出，台湾的被试更倾向于选择红色的电饭锅，因为红色在中国文化

中代表吉利。同时，Peng等（2012）发现，迷信信念会使得消费者在房屋购买决策中提

高对风水的关注。而Hsee等（2008）也对迷信与风水的关系以及可能对营销和企业战略

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此外，Hernandez等（2008）发现迷信信念会影响消费

者的新奇追求行为和独立决策行为，具体表现为主动迷信信念越强的消费者越会追求新

奇，而被动迷信信念强的消费者则对新奇追求较为淡漠；只有被动迷信信念正向影响消

费者的独立决策，主动迷信信念对消费者的独立决策不产生影响。

其次，消费者迷信对风险决策的影响。风险决策同样是被关注得比较多的结果变量。

Darke和Freedman（1997）研究发现，当实验操控出一件幸运事件时，个人在赌博消费

中会更加自信，下的赌资也会更多。Wohl和Enzle（2003）则在连续赌博决策情境中发

现，当前一次赌博输得很惨时，消费者会被激发出幸运信念，从而导致其在下一次赌博

中继续下重注。Jiang等（2009）在实验中发现，激活幸运数字的概念可以让消费者在彩

票消费中高估自己中奖的概率以及更偏好风险决策，因为幸运概念会让消费者过多地关

注消费结果的积极面而低估风险。Evelyn等（2011）则发现具有可协商命运信念的人在

对自己的运气有信心时，更倾向于选择风险较大的选项。除此之外，迷信信念还能影响

自我控制。Kim等（2014）的研究表明，当负面命运的预言被消费者得知时，认为命运

可变的消费者会倾向于选择享乐品，即自我放纵。而国内学者饶品贵等（2008）发现，

投资者在进行股票交易决策时，交易价格中的数字确实存在8多4少的现象。赵静梅和吴风

云（2009）的研究则验证了投资者对代码尾数含8的股票的偏爱，同时也说明了代码尾数

含8的股票长期异常收益率偏低，长期跌幅较大的现实状况，体现了投资者的非理性。

再者，消费者迷信对品牌相关结果变量的影响。还有部分学者探讨了消费者迷信对

品牌相关结果变量的影响。Wang等（2009）研究发现，不同的迷信信念使得消费者对

品牌标志的敏感性不同，具体来说，命运信念会降低消费者对品牌标志的敏感性，而幸

运、相信虚构人物存在等信念会增强消费者对品牌标志的敏感性。Hamerman和
Johar（2013）研究指出迷信信念还会影响消费者对品牌的偏好，品牌在被赋予幸运元素

时，更容易得到消费者的青睐。而国内学者周懿瑾和余青（2013）则发现，对于低控制

感消费者，具有吉利暗示的品牌名会使其产生更强的品牌认知。

最后，消费者迷信对购后满意度的影响。迷信信念除了会对购买决策产生影响以外，

还会影响购后满意度。Kramer和Block（2008）的研究表明，若购买后出现产品故障，

那么相比没有迷信信念的人，购买前持有正面迷信信念的消费者对产品反而有更低的评价，

而持有负面迷信信念的消费者则会比没有迷信信念的消费者持有更高的评价。造成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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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的原因在于，不同的迷信信念会使消费者持有不同水平的期望，而高期望的消费者

面对失败评价更低，低期望的消费者面对失败反而更加包容，可谓“爱之深责之切”。

总的来说，以往对结果变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迷信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方面，尤其

是对具有文化特征的决策和风险决策的影响方面，并且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近来的研究开

始探索除购买决策之外的营销影响，如涉及顾客关系管理的购后满意度、涉及品牌管理

的消费者对品牌标志的反应等。另外，从消费者福利的视角来看，现有研究都聚焦于迷信

如何让消费者失去理智从而损害自己的福利，而未涉及迷信如何增进消费者甚至社会福利。

（二）消费者迷信的作用机制

迷信信念如何作用于消费者的行为决策呢？大多数学者认为迷信信念会使消费者产

生一种控制幻觉，从而最终影响消费者的行为决策（Whitson和Galinsky，2008；Kramer
和Block，2011；王静一和王海忠，2011；Hamerman和Johar，2013；Kim等，2014）。

控制幻觉指个体在不可控情境下依然相信自己能够控制某事件的结果（Langer，
1975）。Whitson和Galinsky（2008）也指出，当控制感缺乏时，个体容易形成各类幻

觉。在消费情境中，迷信是消费者控制幻觉的一种来源。Hamerman和Johar（2013）在

实验中发现，个体之所以会选择与迷信信念相关的产品，是因为购买这类产品能够使他

们对未来的结果产生一种控制幻觉。Kim等（2014）在研究中发现，当消费者觉得命运

可变时，消极的命运运程会让他们产生更多对未来结果的幻觉，从而促使他们更容易冲

动消费。为什么迷信信念会让消费者产生控制幻觉呢？早在1948年，人类学家

Malinowski就指出，当周围环境的运行结果超出科学知识的控制时，人类往往会借助迷

信来消除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慌，即借助迷信实现幻觉般的控制。

此外，有学者从情感的视角来解读迷信信念对行为的影响。Adaval（2001）研究认

为，迷信等信念被激发会引发相应的情感，从而使得消费者在信息检索过程中偏向于检

索与情感一致的信息，并据其做出消费决策。

还有学者从自我的视角来看待迷信信念对消费决策的影响。Jiang等（2009）研究指

出，诸如幸运之类的迷信信念在消费者大脑中被激活以后，会使消费者在关于自我的信

息检索中出现偏向性，从而使得自我概念出现临时性改变，例如使得消费者认为自己是

一个天生幸运的人，从而偏向风险决策。我们认为，无论是情感视角还是临时性改变自

我的视角，本质上都是对环境中不能被科学知识解释的现象的一种“非理性”解读，而

这种解读主要体现在有针对性的信息检索上，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一种控制幻觉的

表现。图1对消费者迷信的整个影响过程进行了简要归纳。

五、消费者迷信的应对策略

消费者迷信可以给营销者带来有利的影响，如促进购买、增强品牌偏好，但大多时

候迷信对消费者甚至社会的福利是有害的，如迷信可能促进消费者更加激进的赌博行为

（Jiang等，2009），促使消费者产生更多不必要的冲动消费（Kim等，2014）。因此，

有必要探讨如何应对消费者迷信带来的负面影响。下面主要从两个视角来展开。

（一）控制感视角

控制幻觉是解释迷信信念对消费者决策作用机制的主流观点（Whitson和Galinsky，
2008；Kramer和Block，2011；王静一和王海忠，2011；Hamerman和Johar，2013；Kim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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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因此，如何削弱消费者的控制欲望，成为应对消费者迷信负面影响的关键。首

先值得探讨的是认同感。认同感可以说是最容易引发控制欲望的因素，Hamerman和
Johar（2013）在实验中通过操控消费者是否归属于某一社团组织来改变控制欲望，例

如，相比其他学校，被试更可能希望母校足球队赢球，即对他们的成绩有一种强烈的控

制欲望。要想降低消费者的迷信水平，就要在消费情境中淡化其身份归属，使得消费者

降低与消费对象相关的认同以及控制欲望，再配合其他理性视角传达营销诉求。

其次是降低结果的重要性。很多消费者之所以会产生控制欲望，是因为消费情境中

很多任务的结果对其很重要，结果不佳可能会使他们产生不安全感，而不安全感和不确

定性会迫使消费者想办法去控制，甚至形成控制幻觉（Keinan，2002）。Hamerman和
Johar（2013）在实验中通过操控结果重要性发现其对迷信消费有显著影响。在营销情境

中，对于涉入度高的决策不宜激发消费者的迷信信念，此时消费者强烈的控制欲望会使

得他们更容易非理性消费。因此，降低消费者对结果的期望和结果的重要性，再配合其

他理性视角传达营销诉求，也是减小迷信消费负面影响的重要手段。

（二）内部能量视角

根据人类学家Malinowski（1948）的观点，迷信本质上是个体为了消除环境中的不

确定性而借助的外部工具。而事实上，当我们内部能量足够来应对不确定性时，诸如迷

信之类的外部工具就会变得多余。而相关内部能量主要有自我效能和自我肯定两类。

学者们首先探讨的是自我效能的作用。Smith（1989）认为自我效能是个体认为自

己能够应付一系列情境的能力。迷信很多时候就是在害怕和回避威胁的情境中发生的。

自我效能高的个体很清楚自己花多少努力可以应对相关威胁（Bandura，1977）。因

此，自我效能高的消费者往往表现出更少的迷信特征，因为他们无需借助外部力量就可

以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Mowen和Carlson（2003）的研究最早发现了自我效能与迷信信

念负相关的关系。Hamerman和Johar（2013）在实验中也发现，高自我效能的消费者，

即使控制欲望很强，也不易展现出迷信消费行为。因此，积极传递消费者在购买决策中

所需的专业知识，让消费者对决策过程更加自信，也是消除迷信消费的重要方法。

学者们还探讨了自我肯定的作用。Steele（1988）指出自我肯定是通过增加自我价

值来防止自我概念受威胁的手段。具体来讲，自我肯定重新确定关于自我的核心价值，

使得自我能够在认知不失调的情况下处理威胁信息（Steele和Liu，1983；Steele等，

图1    消费者迷信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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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从而使得借助诸如迷信之类的外部工具成为多余。Hamerman和Johar（2013）
在其实验中就发现，当个体自我肯定以后，即便任务的结果很重要，个体也不会表现出

更多的迷信消费行为。因此，在营销活动中，工作人员要注意多发现消费者的长处，多

肯定消费者的优点。尤其是当消费者面对矛盾信息时，要学会引导消费者用自己擅长的

能力来解决问题。当消费者自我价值不受威胁时，他们会倾向于靠自己，而不是靠迷信

来解决问题。

六、未来研究展望

消费者迷信研究在国外早已成为热点，尤其是在社交媒体越来越发达的今天，消费

者面对越来越多未被科学证实的迷信信息并无足够的鉴别能力，迷信对营销活动的影响

势必越来越大。然而，目前对消费者迷信的研究还不够系统，国内的研究对此领域更是

甚少涉及。本文认为，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消费者迷信的测量与操控。Wiseman和Watt（2004）曾尖锐地指出，消费者

迷信的范围较广，而以往对消费者迷信的测量却过于狭窄，题项仅仅局限在几类特定的

迷信事例上。后来相关研究尽管试图从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的视角做出努力（Darke和
Freedman，1997a，1997b；Wiseman和Watt，2004；Carlson等，2009），但收效甚微。

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对消费者迷信以及消费者迷信特质的测量进行进一步探索。

除此之外，现有研究对消费情境的迷信信念操控仍然值得商榷。Jiang等（2009）指

出，当前很多采用实验法的文章对幸运等迷信信念的操控很容易诱发其他相关的情感。

尽管他们在自己的研究情境中很好地排除了情感对结果变量的干扰，但未来的研究在其

他情境进行拓展时，如何让迷信信念操控能更好地排除干扰，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二，从神经心理学视角探索消费者迷信的作用机制。现有研究对于消费者迷信如何

作用于消费决策基本达成了共识。尽管也有基于其他视角的探讨，但本文认为，这些视角

基本都可以认为是控制幻觉的其他表现形式。既然用营销学传统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已无

异议，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是否还可以借鉴神经心理学的方法来进一步提高研究的效

度？近年来，神经心理学和营销学的融合成为一种趋势，并形成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神经营销学（Ariely和Berns，2010）。我们可以通过探测各个脑区的活动强度来回答作用

机制是和控制幻觉有关，还是存在其他情况，以此来回答主观报告所不能揭示的问题。

第三，消费者迷信应对策略的多元化。迷信信念很多时候会对消费者以及社会福利

产生负面影响（Jiang等，2009；Kim等，2014）。本文分别从控制感视角和内部能量视

角对消费者迷信的应对策略进行了归纳，但总体来说，这方面的研究还较为单薄。尤其

是当前社交媒体开始兴起，消费者更容易接触到迷信信息，此时寻找有效的应对策略更

显迫切。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基于不同的情境有针对性地探索应对策略。

第四，消费者迷信与利他行为。现有的研究探讨了如何应对消费者迷信的负面影

响，但很少有学者从利用消费者迷信增加社会福利的视角展开研究。Adaval（2001）研

究指出，迷信等信念被激发后，会引发相应的正面情感。而正面情感被很多研究认为是

亲社会行为的重要诱发因素（Taylor和Brown，1988）。因此，消费者迷信信念与亲社

会行为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关系？什么样的迷信信念更可能引发何种亲社会行为？在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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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样的条件下，其作用效果会得到增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其作用效果又会减弱？这

些问题都可以作为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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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perstition is always very ubiquitous in consumer behavior context. With the advent
of information age, undiscerning consumers are more and more susceptible to the superstitious beli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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